
【摘要】 本研究从犯罪学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大学生的低自我控

制、不良同伴交往与网络越轨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低自我

控制对网络越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良同伴交往在低自我控制

影响网络越轨行为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经 Johnson－Neyman 调节效

应分析后发现，网络依恋程度在低自我控制对不良同伴交往的直接影响

路径中以及中介模型的间接路径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青少年 网络越轨行为 自我控制 同伴交往 网络依恋

一、问题提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网络普及率急剧攀升。根据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最新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1］，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9.40 亿，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 67.0%。从学历结构上看，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总体数量的 21.5%；

从年龄结构上看，20 岁以下网民数量达到了总体的 18.3%。某种程度上，以网络为载体

的非接触型人际互动和行为方式，已逐渐成为青少年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化模式。青少

年在虚拟空间中的越轨行为，因其主体隐秘性、行为无痕性、弱控制性、高智能性等特

点，往往成为相较于传统越轨、违法行为更不易察觉和被低估的社会危害。青少年网

络越轨行为作为广义犯罪现象的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接触型违法、犯罪行为，其隐性

的社会危害往往被忽视，特别在我国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心理问题激增的社会大背景

之下，其发展变化值得重视。与此同时，尽管西方犯罪学理论已被用来解释众多国家

的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但国内外现存文献鲜少证实相关理论在适用层面的文化差异

性是否会对西方犯罪学理论的本土化造成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从西方犯罪学理论本

土化的视角出发，利用国际犯罪学主流理论，科学地检验和解释中国青少年网络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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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发生原理与发展过程，希望对今后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犯罪预防以及价值观

形成等提供一定的理论价值与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中国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研究现状

结合国内现存文献的归纳［2－3］，本研究将网络越轨行为定义为通过数字信息媒介，在互

联网或移动自媒体等设备平台中实施的不适当、不道德或轻微违法的行为，具体包括网络

过激行为和网络色情行为两种表现形式。从研究现状上看，目前我国关于网络越轨行为的

定量研究为数不多，且不同于西方犯罪学的研究范式，本土现有实证研究大都使用人格特

质［4］、负向认知［5］、消极情绪［6］等心理学变量解释和预测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仅有王辰

等人运用犯罪学理论，验证了在低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下，社会排斥对网络过激、网络色

情和网络欺骗的影响［7］。由此可见，在西方犯罪学理论视域之下进行中国青少年群体网

络越轨行为的实证检验，对推动国内犯罪学发展与科学化制定青少年网络行为规范具有积

极作用。

（二）自我控制理论与网络越轨行为

犯罪学中的自我控制理论，最早由赫希（Hirschi）和戈特弗雷德森（Gottfredson）在1990年出

版的《犯罪的一般理论》一书中提出，是当代西方犯罪学主流理论之一。他们认为个体行为人

均具备一项稳定性的内部特质，且该特质是预测其实施犯罪与越轨行为的唯一因素［8］。当下犯

罪学实证研究中常将行为人自我控制水平高低作为预测其从事犯罪行为可能性的解释变量，

即低自我控制的人往往更容易有越轨与犯罪行为。

作为犯罪学的“一般理论”，不同于在传统接触型犯罪中的广泛解释力，自我控制理论在

最近十年才被逐渐运用于检验网络越轨及网络犯罪行为。Marcum等人基于美国北卡罗来纳

州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发现，低自我控制会显著提升青少年与他人发送色情信息的概率［9］。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相关研究都聚焦于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对于与西方政治体制、文化

背景、意识形态均有较大差异的中国青少年群体，自我控制理论对其网络越轨行为的适用

性仍是值得探索的。

因此，为了进行自我控制理论的本土化检验，基于对上述文献的整理与归纳，本研究提

出第一项研究假设：低自我控制对中国青少年的网络越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差别交往理论与网络越轨行为

差别交往（又称“不良同伴交往”）影响越轨行为的观点在20世纪中叶受到犯罪学界的

普遍认可，此后便逐步成为犯罪学主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柱。1939年美国犯罪社

会学家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在其《犯罪学原理》一书中提出，越轨、违法、犯罪行为的

学习过程与其他普通社会行为是等价的，它取决于人们进行联系的时间、交往的定义、

交往持续性和交往频率等具体元素［10］。进入 21世纪后，随着当代犯罪学实证研究的不

断发展和完善，不良同伴群体对于行为人越轨行为的显著影响已经得到大量研究的支

持，特别是青少年在朋辈群体关系网络间的交叉感染［11］，已成为影响其学习和生活的一

项隐性威胁。

国际上，关于检验差别交往理论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适用性的研究多聚焦于解释

基于设备的网络盗版行为［12］。作为该领域的专家，Higgins自 2004年以来的多项研究都证

实了不良交往程度的增加会显著提升青少年使用、传播、售卖盗版软件和电影等具有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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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知识产权网络产品行为的概率［13］。与此同时，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分析了不良同伴交往与

网络欺凌［14］、网络性骚扰［15］、网络色情［16］以及黑客行为与被害之间的关系［17］。尽管差别

交往理论已被普遍应用于解释国外青少年进行的多种网络越轨行为，然而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差别交往理论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适用性并未得到充分检验。

为了进行差别交往理论的本土化检验，根据对现存文献的整理与归纳，本研究提出第二

项研究假设：不良同伴交往程度越高，中国青少年越倾向于从事网络越轨行为。

（四）低自我控制、不良同伴交往与网络越轨行为

如今，不少学者试图继续整合以“学习理论”为中介的“控制理论”犯罪解释模型，因此便出

现了诸多将不良同伴交往作为中介变量的低自我控制影响越轨及犯罪行为的模型建构与实证

研究。该理论认为，低自控个体倾向于结交更多的不良同伴并更容易受到不良同伴的影响，个

体学习和模仿越轨行为的机会增加，改变其对越轨行为的内在定义，最终提升个体网络越轨行

为的可能性［18］。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该理论模型的假设［19］，其中最为知名的是Pratt和Cullen

对低自我控制、差别交往与犯罪之间关系的元分析检验，他们通过元分析检验后发现，低自我

控制变量与差别交往变量都是引起越轨的显著因素，但在控制了差别交往变量之后，自我控制

对越轨的影响力会明显降低［20］。

在国际上，关于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研究印证了“低自我控制→不良同伴交往→网

络越轨”的理论模型，并且发现差别交往理论比自我控制理论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解

释力更强。Higgins和Makin通过对318名大学生网络盗版越轨行为的实证检验，证明了不

良同伴交往在低自我控制导致网络越轨路径中的中介作用［21］。Burruss 等人使用结构方

程模型，验证了不良同伴交往在低自我控制促进网络盗版行为路径下的部分中介作用，并

且间接路径系数是低自控对网络盗版行为直接路径系数的1.3倍［22］。基于前人文献的研

究思路与逻辑，本研究从检验西方犯罪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将自我控制理论与不良同伴交

往理论进行结合，对网络越轨行为的中介模型进行本土化检验。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三：不良同伴交往在低自我控制与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关

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五）网络依恋作为调节变量

网络依恋是低自我控制到不良同伴交往路径中的潜在调节变量。根据日常行为理

论的一般原理，在风险情境中停留活动时间过长或过度将自己暴露于高越轨诱发性环境

之下的个体，往往更容易卷入高危险的行为模式之中［23］。因此，那些过度依赖于网络空

间的青少年，随着他们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媒介涉足时间（网络环境中个体的暴

露程度）的延长，其结交不良同伴这种高风险行为的可能性也会有所提升。顺延上述思

路，Griffiths 指出，网络依恋程度高的个体，更倾向和线上同伴（如从事网络色情行为的不

良同伴）进行网络社交活动［24］。同时，Coplan 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度依赖 Facebook 等网络

社交媒介与个体的不良人际交往关系显著相关［25］。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见，将网络依

恋作为低自我控制影响网络不良交往路径的调节变量是具备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作为

支撑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基础上，尝试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

提出研究假设四：网络依恋程度在低自我控制与网络不良同伴交往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

青少年个体低自我控制水平对不良同伴交往的影响效值会随着其网络依恋程度的提升而

增大。

本研究完整的假设模型如下页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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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同伴交往

网络依恋

低自我控制 网络越轨

图1 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通过手机当场填写电子问卷的调查方式来获得数据，于2019年11月，在S省J市的

三所职业专科院校，以简单随机抽样与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了每所学校的3个一年级班级、3个

二年级班级和2个三年级班级进行问卷发放，共回收问卷920份，回收率为67.1%。

（二）变量与测量

1.自变量：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笔者选取被大量犯罪学实证研究所采用的

Grasmick量表，用中文版Grasmick量表［26］对受访者的自我控制水平进行测量，共24道题目，6个

维度，采用4分Likert量表选项（极其不同意=1；有点不同意=2；有点同意=3；极其同意=4）。得

分越高，表示其自我控制水平越低。本研究中该部分测量项目的Cronbach系数为0.883。

2.中介变量：不良同伴交往（Deviant Peers）。本研究测量参考Skinner和Fream［27］以及Holt

等人［28］关于不良同伴网络越轨行为的分类和问题设置方式，即用被调查者在过去的12个月内

从事网络越轨行为朋友的数量来衡量其不良交往程度。共5道题目，选项采用5分式记分方式

（完全没有=1；非常少=2；接近一半=3；非常多=4；全部都有过=5）。得分越高，代表样本的不良

同伴交往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部分测量项目的Cronbach系数为0.873。

3.因变量：网络越轨行为（Cyber－Deviance）。本研究的网络越轨行为共两类，即网络过激

行为与网络色情行为，选取李冬梅［29］所设计问卷中的3道题目进行测量，具体如下：（1）网络过

激行为：你曾未经查证，就转发批评他人的报道或消息；（2）网络色情行为a：你曾主动上过色情

网站；（3）网络色情行为b：你曾发布或转发色情的图片或影片。网络越轨行为各观测变量的记

分方式均采用4分式计分方式（从未=1；很少=2；偶尔=3；经常=4）。得分越高，代表样本的网络

越轨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部分测量项目的Cronbach系数为0.834。

4.调节变量：网络依恋程度（Internet Attachment）。选取Chang和Poon 的量表与测量方式［30］。

问卷共7道题目，采用5分式Likert量表选项（极其不同意=1；稍微不同意=2；态度中立=3；稍微

同意=4；极其同意=5）。得分越高，代表样本的网络依恋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部分测量项目

的Cronbach系数为0.757。

5.控制变量：本研究将以下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1）性别：男=0，女=1；（2）年龄；（3）

户口类型：农村=0，城镇=1；（4）学习成绩：班级排名前10%=1，班级排名11%－30%=2，班级排名

31%－50%=3，班级排名51%－70%=4，班级排名71%及以后=5。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在提取的12个特征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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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的因子中，第一个公因子占所有解释变量的比例为20.261%，符合没有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

因子总方差解释率特别大（小于临界标准40%）的判定标准［31］。因此，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问

卷方式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低自我控制对网络越轨行为的直接影响

为更加直观地观测低自我控制在引入不良同伴交往变量前后对于网络越轨行为解释能

力的变化，本研究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之前，首先对低自我控制单独影响网络越轨的研究假

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各人口学变量后，低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正

向效应值显著（β=0.447，p＜0.001），且该单一路径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χ2/df=2.644，GFI=

0.934，AGFI=0.919，RMSEA=0.043，CFI=0.924）。因此，研究假设一得到验证，即自我控制水平

越低的个体，其网络越轨行为的程度越严重，自我控制理论对于我国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具

有较好的解释力。

（二）不良同伴交往对低自我控制影响网络越轨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

运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不良同伴交往在低自我控制对网络越轨行为影响中的中介

作用。基于研究的假设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的各拟合度指标良好

（χ2/df=2.569，GFI=0.923，AGFI=0.909，RMSEA=0.042，CFI=0.930）。随后采用Bootstrap方法对

本研究的中介效应模型及其置信区间进行估计［32］，重复抽样5000次。研究结果表明，模型中低

自我控制对网络越轨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标准化系数为0.125（p<0.001）；低自我控制通过不

良同伴交往对网络越轨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标准化效应值为0.328（p<0.001），其95%的置信

区间范围是［0.255，0.409］，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可以认为本研究模型中不良同伴交往变量的

部分中介作用成立，因此假设二与假设三同时得到验证（具体详见表1）。在青少年自我控制对

其网络越轨行为的影响路径中，既包括低自我控制对网络越轨行为直接效应的12.5%，又包括

不良同伴交往所起部分中介效应的32.8%，间接路径效应值是直接路径效应值的2.6倍。

表1 自我控制对网络越轨行为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分析结果

标准化直接效应

低自我控制→网络越轨行为

标准化间接效应

低自我控制→网络越轨行为

标准化总效应

低自我控制→网络越轨行为

注：N=909，*=p＜0.05，**=p＜0.01，***=p＜0.001；bootstrap重复抽样5000次。下同。

点估计值

0.125

0.328

0.453

Product of
coefficients

SE

0.041

0.039

0.050

Z

3.049

8.410

9.060

Bootstrapping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95% CI

下限

0.045

0.255

0.355

上限

0.209

0.409

0.549

Percentile
95% CI

下限

0.043

0.251

0.352

上限

0.205

0.406

0.545

双尾显著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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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绩

冲动型

简单任务型

寻求刺激型

身体活动型

自我中心型

情绪型

低自我控制

不良同伴交往

网络越轨

dp1 dp2 dp3 dp4 d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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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低自我控制、不良同伴交往、网络越轨行为的标准化路径

（三）网络依恋程度在低自我控制与不良同伴交往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网络依恋为连续变量①，因此采取Johnson－Neyman法（J－N法）进

行中介模型中调节路径（包含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的斜率分析，该方法能反映出调节变量

各个取值下的斜率变化，克服了仅观测调节变量上下一个标准差下点斜率值的局限［33］。

在J－N图中，直线代表在调节变量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值，两条弯曲虚线代表

95%置信区间的值。当95%置信区间包含0时，调节效应不显著。如图3所示，在网络依恋程

度的全部取值范围内，95%置信区间的值均不包含0，说明调节效应在其全部取值范围内都是

显著的。

同时，结果表明低自我控制对青少年不良交往行为的影响随其网络依恋程度的提升

而增大。网络依恋程度每提升 1 个单位，低自我控制对网络越轨的正向效应值增加

0.1519。图 4表示在网络依恋调节下的中介路径效应值的变化趋势。当网络依恋取值大

于 1.096 时，其 95%置信区间的值不包含 0，网络依恋的调节效应显著。因此当网络依恋

程度大于 1.096 时，“低自我控制→不良同伴交往→网络越轨行为”的正向中介效应值随

网络依恋程度的提升而增大，网络依恋程度每提升1个单位，该间接路径正向效应值增加

0.0744。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设四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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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低自我控制对网络越轨行为的影响

直接路径的分析结果表明，低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

响。作为理论创始人之一的戈特弗雷德森多次强调，自我控制理论作为一种普适性理论，它是

跨越国界、文化与时间维度的，对多种类型的犯罪、青少年越轨或其他类似行为均具备稳健的

解释力［34］。从检验理论本土化的角度来看，自我控制理论对中国青少年群体的网络过激和网

络色情越轨行为的解释力显著存在，即自我控制水平越低的个体越容易去从事程度严重的网

络越轨行为。这与西方犯罪学者将自我控制作为越轨或犯罪行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模

型结论相一致。

（二）差别交往的中介作用

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不良同伴交往在低自控对中国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

中介作用。该发现表明，以不良同伴交往为中介变量的网络越轨解释模型在中国语境下是成

立的。具体而言，青少年个体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由于自控能力较低，更易加入不良同伴群

体，且这种不良群体内部的消极网络行为准则会增加其从事网络越轨行为的可能性。所以，青

少年首先受到自身低自我控制水平的影响，继而被已经有过或正在从事网络越轨的不良同伴

所干扰，导致其对于网络越轨风险和定义的认知错误，发生一系列网络越轨行为。本文验证了

“低自我控制——差别交往”的理论模型于中国青少年群体网络越轨行为的适用性，推进了西

方犯罪学理论的本土化进程。

（三）网络依恋对中介模型路径中的调节效应

调节分析的结果表明，网络依恋程度显著调节了低自我控制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关系。网

络依恋程度越高，低自我控制对不良交往程度的影响力越强，青少年进行网络越轨行为的可能

性越大。具体来讲，低自我控制特质的青少年群体对网络虚拟世界的依恋程度存在高低差异，

有些个体平日对于网络世界的重视程度、使用频率均高于其他同学，那么这些具有高网络依赖

性的行为人，便更有可能结识更多在网络中实施越轨行为的不良同伴，从而产生更多的网络越

轨行为。不同于心理学中的偏差行为研究模式，犯罪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较少构建“有调节的中

介效应”之解释模型。本研究将网络依恋程度纳入网络越轨的分析模型，对今后的犯罪学理论

整合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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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犯罪学本土化与亚洲犯罪学发展

同其他社会科学类似，犯罪学也具备高民族性特征，而如何将犯罪学理论顺利本土化更是

成为所有东方犯罪学家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国际犯罪学委员会主任刘建宏教授认为，在当前

世界形势之下，亚洲犯罪学发展需要经历必然的三个阶段：第一，检验既有的西方犯罪学理论

在亚洲语境下的适用性；第二，修订相应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并将亚洲社会的特有文化纳入其

中；第三，提出基于亚洲社会的新概念和新理论［35］。当前阶段，西方犯罪学理论在中国文化背

景下的适用性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与讨论。

文化差异是国际理论本土化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集体主义——个人主义”（Individual-

ism－Collectivism）的二元文化导向是中西方文化间最明显的差异之一。作为以“集体主义”文

化为主的中国社会，青少年在学习、成长与社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相对较

多，更强调集体目标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依据萨瑟兰的解释，差别交往的影响力是由

不良同伴交往的强度（Intensity）、程度（Duration）和密度（Density）所决定的［36］，所以在集体主义

文化影响下，差别交往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解释力相较于低自我控制可能更强。尽管本

文缺乏直接的对比研究，但研究结果显示差别交往的中介路径效应值与低自我控制直接路径

的效应值的比值（2.6）远高于个人主义文化下相关研究的该比值［37］。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差别

交往理论在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下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解释力更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检验了低自我控制、不良同伴交往以及网络依恋

程度各自对于网络越轨行为的影响，验证了自我控制理论与差别交往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适

用性。在实践对策方面，本研究提出预防或控制中国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几点建议：第一，

从儿童时期加强对孩子的合理约束和理性教育，强化孩子步入青少年时期后的自我控制水平，

从而直接降低青少年从事网络越轨行为的可能性；第二，合理控制青少年的上网时间，养成健

康的上网习惯，减少其对网络的依赖性；第三，父母、老师与学校应充分关注青少年的线上及线

下交友情况，尽量避免青少年与具有不良上网习惯甚至具有网络越轨行为网友的接触。从犯

罪学研究的本土化与亚洲犯罪学发展的意义上来讲，以中国青少年犯罪人员等群体为样本，对

国际犯罪学中的主流理论进行系统的本土实证检验，既是发展我国本土犯罪学理论的基础，也

是促进我国青少年越轨行为防治政策科学化的一定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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